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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汉口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谭 　 华

摘　 要：清末民初，一批苏州籍、常州籍报人作家会聚上海，引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大潮，由此形成“苏州至上

海”的发生路径，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结合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与城市现代主体生成的关系，可以发现，“汉口至

上海”构成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另一条发生路径。 吴趼人、李涵秋等汉口作家，是沪汉两地通俗文学场域的沟通

者和建构者；其作品反映的汉口“在地性”经验，也是汉口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生产性激活”；近代汉口内含的现

代城市母本文化元素，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在汉口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汉口至上海”的“路径发

现”，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问题的一次突破，对于研究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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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一批由苏州进

入上海的作家构成，却忽略了“汉口至上海”这一路

径。 已有学者关注到汉口等口岸城市之于中国近现

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意义，提出“要关注口岸城市，特
别是上海之外的口岸城市，如广州、天津、汉口、青
岛、厦门、宁波等，研究这些口岸城市近代小说的编

撰、出版及流通情况，并进行彼此的比较研究，考察

其中的历史共性与区域差异”①。 目前学界关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②问题的讨论激

发笔者对汉口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关注

与思考。 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初汉口作家群为阐释对

象，以近代汉口通俗文学语境为历史背景，诠释近代

汉口怎样建构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源头与场

域，以期推动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

“地方路径”问题的再发现与再认识。

一、“游幕汉上”：汉口作家群的

近现代通俗文学场域建构

　 　 就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而言，上海无疑是其

“发源地”③，晚清以来，一批苏州籍、扬州籍、浙江

籍作家会聚上海，掀起近现代通俗文学热潮，由此辐

射到天津、北京等地。 这种传播路径与认知理念几

乎成为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共

识。④和热闹喧嚣的上海文坛相比，汉口文坛要冷静

低调得多，但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起步很早，有研究

者指出，同治、光绪年间（１８６２—１９０８），活跃于上海

等地的小说作者，“有些人常往来于沪汉之间，与武

汉有较多联系”⑤。 清末民初，“武汉拥有一批知名

作家，擅长报刊连载小说，在全国具有影响”⑥，其中

较具代表性的作家有吴趼人、李涵秋、胡石庵、何海

鸣、喻血轮、贡少芹等。 正是这批作家建立起汉口文

坛与上海文坛的联系，为诠释汉口作为中国近现代

通俗文学源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与有效的视域。
１．吴趼人：汉口成长的近代最早职业小说家

吴趼人与汉口有过两次际遇，第一次发生在

１９０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０３ 年 ６ 月间，吴趼人应邀由沪赴

汉，参加《汉口日报》的筹组工作，并担任该报的主

笔；第二次发生在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至 ７ 月间， 吴趼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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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英文《楚报》中文附张主笔，７ 月，为了配合当时的

抵制美货运动，他“辞汉口《楚报》之席以归”⑦。 吴

趼人在上海的一二十年间并没有创作长篇小说、选
择职业作家的道路，直到与汉口交集后，他才开始大

量创作长篇小说。 “吴趼人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
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契机则是他在《汉口日报》
的这段遭遇。”⑧他在《汉口日报》主持笔政期间，武
昌知府梁鼎芬的倒行逆施招致他的口诛笔伐。 正是

由于在汉口遭遇“言论之自由”“不见容”，吴趼人才

“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始学为嬉笑

怒骂之文”⑨。 从此，吴趼人由报人转向职业小说

家，并开启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由政治小说转向

写情小说，由属意启蒙转向追求娱乐的创作转型。
吴趼人与汉口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路

向、创作类型甚至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格局。 吴

趼人“游幕汉上”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具有

典型“事件”性质和标志性意义，它直接触发了中国

近现代通俗文学由报章向小说的位移，表征了何海

鸣、贡少芹、喻血轮等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一脉因政

治失意而转向通俗小说创作的现象，从而开创了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从汉口至上海的生成路径。
２．胡石庵：能与上海文坛媲美的通俗作家

“鄂中奇才”胡石庵“世业儒，博学能文，兼工书

画，性孤僻，居恒寡言笑，不乐征逐”⑩，清末民初，在
汉口办新报、著新文、兴革命。 胡石庵的生平经历、
个人才能、文学实绩等与沪上通俗作家群类似，他与

苏州作家群、上海报人帮，形成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三

角同构关系。 胡石庵开始小说创作的时间较早，
１９０６ 年《公论新报》创刊之初，他就开始在其文艺副

刊上刊载小说，广受读者欢迎。 清末光宣之交，在小

说界革命成为文界乃至社会主题时，身处汉口、身为

革命者、身兼文人与报人的胡石庵“应思潮之趋势，
专攻小说”，创作各类小说共计 ４０ 余种，“其描人

群之心理，纪社会之状况，罔不绘影绘声，惟妙惟肖，
而行文布局，悉自旧时名说部脱胎而来，宜乎一纸飞

行，万家传诵也”，是汉口文坛能与上海文坛媲美

的通俗作家。
除此之外，胡石庵还在汉口创办《扬子江小说

报》，该刊是湖北武汉出现的第一份近现代小说专

刊，也是当时除上海之外不可多得的小说期刊。
《扬子江小说报》不是简单地跟随和模仿上海，而具

有创新和开拓性质，在栏目设置上有精心策划和风

格定位。 《扬子江小说报》创办不到 １ 年，共出版 ５
期，从发表的作品来看，以小说成就最大。 共刊出小

说 １５ 部，类型包括爱国小说、政治寓言小说、哀情小

说、侦探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武汉时事短篇，
几乎囊括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全部类型。 当众多

通俗文学期刊在上海停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展

进入低潮之时，《扬子江小说报》主动汇入商业化大

潮，顺应文学阅读休闲化的趋势，继承小说“启蒙”
功能，并拓展小说“娱乐”的功能，为中国现代通俗

文学期刊的空档期做了重要补白。
３．何海鸣：沪汉通俗文坛的“桥梁”与中介

何海鸣是沟通汉口文坛与上海文坛的重要“桥
梁”与中介。 他早年在汉口入新学、投新军、著新

文，后入上海，专事小说，进入包天笑、周瘦鹃、李涵

秋等组成的上海文化圈。 何海鸣的文学起步于汉

口，１９０７ 年在就读两湖师范期间，“开始学习写作，
向汉口各报投稿”，其后在参加湖北新军期间，更是

节省饷银购买报纸和新小说，同时也向汉口的报纸

以及上海的《中外日报》 《时事报》等投稿。 何海鸣

在汉口发展文学兴趣，扩大文坛交往，锻炼写作能

力，为进入上海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何海鸣说：
“那时候，汉口报界最出名的诗人，有李涵秋、胡石

庵诸位。 我在这一帮诗人和文友的队里，年龄最幼，
倒很承他们的奖掖。”正是由于汉口的文学积淀与

报坛人脉拓展，何海鸣进入上海后，可以依靠“卖小

说度日子”。 何海鸣“工于娼门小说”，“于社会

小说上多费气力，兼及于军事、言情、侦探诸作”。
由此看来，“汉口”担当了何海鸣“空间诗学”的

主角———构成其小说世界的一个界标，文学活动的

一个节点，小说书写的重要对象，小说取材的珍贵资

源，文本渲染的一抹底色。 汉口既是鸳鸯蝴蝶派代

表作家何海鸣打开生路、诉诸理想的福地，又是其进

入文坛、“开辟新路径”的福地，是我们统揽中国近

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有效坐标。
４．李涵秋：汉口走出的“第一小说名家”
李涵秋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界公认的“小说界第

一把交椅”，他从无名小辈，到报界名人、“第一小说

名家”，与其在汉口文坛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

１９０５ 年北上武汉担任西席，到 １９１０ 年返回扬州，李
涵秋在武汉整整五年。 汉口的文苑交往，激发了李

涵秋的创作冲动。 １９０５ 年，他创作处女作 《双花

记》。 １９０６ 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雌蝶影》，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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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激发了他的自信，于是将处女作《双花记》投给

汉口的《公论新报》。 《双花记》引起武汉人士的高

度评价：“如是作品，不但《公论新报》自出版以来，
无斯佳构，即与汉皋各报纸所载之小说比较，洵为绝

无而仅有。” 《双花记》载完后，李涵秋声名鹊起，
求稿者络绎不绝。 汉口各大报纸争相刊载李涵秋的

作品，他的创作因此蔚为大观。
真正让李涵秋在上海文坛走红的是《广陵潮》，

这是公认的现代通俗小说名著。 该作最初由汉口的

《公论新报》《趣报》刊载，后来改名为《广陵潮》，在
上海《大共和日报》副刊专栏《报余》上逐日连载，大
受读者欢迎。 新文学的权威人士胡适认为，“这时

代的小说只有李涵秋的《广陵潮》还可读”。
李涵秋自 １９０５ 年在汉口开始创作，到 １９２３ 年

去世，笔耕不辍 １８ 年，发表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２３ 部，中长篇小说 ３６ 部，另有诗集 ５ 卷，杂著 ３ 篇，
笔记 ２ 篇，字数共计千万余言，可谓“通俗社会小说

现代化之传人”。 这些作品大部分在汉口创作并

首先发表，其后几乎都在上海再版发行，并在上海文

坛走红。 这五年的经历不仅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素

材，也为他进入上海通俗文学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涵秋通俗小说创作起步于汉口，独步于扬州，“跃
然”于上海，闻名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界，为确立

汉口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另一源头提供了力证。
５．喻血轮：言情小说的先驱与典范

出自黄梅、来自汉口、游走于汉口和上海之间的

喻血轮，也是汉口文坛与上海文坛的沟通者和建构

者。 他在汉口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成为言情小说

的先驱与典范。 他在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６ 年期间创作的

《悲红悼翠录》 《情战》 《名花劫》 《菊儿惨史》 《生死

情魔》等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最早的言情小

说，最初都由上海进步书局出版。 他的自传体小说

《苦海鸳》在上海《小说海》杂志上发表，由此“与上

海文艺作家结文字缘”。 １９１７ 年，喻血轮自汉口

赴苏州，从事专业写作，广交苏沪文友，创作多部言

情小说，建立起与上海通俗文学界的直接联系。 他

在此期间创作的《芸兰日记》《林黛玉笔记》《蕙芳秘

密日记》，“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其他各书，亦风

行一时”。 这些作品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早

的日记体小说，也是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典范。
他在 １９１８ 年出版的《芸兰泪史》是能与《玉梨魂》
《断鸿零雁记》媲美的言情小说代表作。

１９２１ 年，喻血轮来到上海，任《四民报》总编辑，
再次融入上海文化圈。 民初汉口一批报人（如何海

鸣、贡少芹、王文儒、喻血轮等）进入上海，汉口通俗

文坛与上海通俗文坛联系更加密切，生成了一条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由汉口到上海的发展路径。
以胡石庵、喻血轮为代表的汉口作家，是汉口文

坛活跃一时的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立足于汉口而走

红于通俗文学最发达的上海。 以吴趼人、李涵秋、凤
竹荪、何海鸣、贡少芹为代表的苏籍、沪籍作家，曾因

“游幕汉上”而在全国获得声誉。 他们由苏、沪入鄂

开辟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第一现场，又由汉赴

沪汇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中心。 因此，汉口近

现代通俗文学理应成为多元共生之中国近现代通俗

文学的重要发生源头和有机组成部分。

二、“抒写物理”：汉口近现代

通俗文学“在地性”经验生成

　 　 李涵秋曾经这样自况在汉口的书写心态与叙事

经验：“大化叠运，万事迁变，独风雅一道，所以摇荡

性情，抒写物理，可以亘千古而不灭。” “抒写物

理”是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书写城市经验的形象譬

喻，内含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生成与城市经验的

关系。 中国通俗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都市空间紧密

相关，都市空间的构成及其功能与中国近现代通俗

文学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具有同构关系，有学者就指

出，“空间与空间意识的变迁”推动了晚清小说转型

的“现代性之路”。 通过细读、阐释近现代通俗文

学文本内部的地方空间要素，不仅能发掘出汉口的

“在地性”经验，更能从直观本质上发现汉口在中国

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源头作用和发展轨迹。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作家亲临

聚焦汉口空间，感知想象地方风景，是中国近现代通

俗文学建构汉口“在地性”经验的一篇力作。 胡适

将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的《文
明小史》等作品视为“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
流行最广的文学”，“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

学价值的作品”。 这充分说明这些作品不仅是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代表作，而且蕴含着中国近现

代通俗文学的母本文化元素。 这部小说注重汉口

“地方经验”和地方风景的发现与塑造，按照主人公

主要旅行地点，全书提到广东 １６４ 次，上海 ４５３ 次，
湖北 １００ 余次（湖北 ２０ 次、汉口 ５０ 次、武昌 ８ 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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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２３ 次），南京 １７２ 次，苏州 ９４ 次。 从主人公旅行

地点统计分析，湖北是仅次于上海、江苏的书写重

点，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以上海为

中心，以汉口等口岸城市为次中心的发生特征。
作为“功能性场所”的地方空间，汉口不仅形塑

作家的生命体验、读者的接受经验、社会历史现实图

景等文学外部经验，也形构地方故事、地方经验、地
方风景等文学内部要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五十一、五十二回写上海一轮船公司督办到汉口

商谈贸易，从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是近代汉口作为

全国工业中心，适合生产商业故事的表征。 该地分

公司总理为巴结他，欲将一个标致的姑娘送他做小。
不料消息泄露，传到督办夫人耳中，她迅速从上海乘

坐快船仅用两天半就赶到汉口，致使一场投怀送抱

的献媚计划流产。 这是近代汉口交通技术领先于全

国这一地方经验的形象化表达。 督办夫人栖居汉口

花园洋房，里面的西式陈设样样俱全，这让她转怒为

喜。 作者通过她的眼睛，描绘出一幅具有“汉派”底
蕴的都市景观。 近代汉口作为仅次于上海开埠的城

市，得西方现代文明风气之先，率先形成现代性地方

风景。 吴趼人在作品中着力塑造汉口现代风景，一
方面反映出汉口风景具有与上海媲美的现代感，另
一方面也说明汉口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中具有生

产现代景观的独特功能。 从这个意义而言，汉口城

市现代化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诞生。
汉口位于九省通衢之处，交通极为便利，同时又

拥有发达的水运码头，各色人等会聚于此，各界事件

通达于此，因而往往成为近代通俗作家塑造社会故

事、关联跨地情节、反映时代风气的首选空间。 吴趼

人的《糊涂世界》可视为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在地

性”经验生成的样本。 小说中，吴趼人将湖北汉口

绘制成文学地图的中心，伍琼芳将两个孩子送往湖

北，为帮伊大人化解参奏风波，又取道汉口，南下上

海，经由天津，奔赴京城；指省贵州的曹来苏到长江

中下游考察，最先也是来到汉口纺纱织布局；佘念祖

本湖北武昌府人，指省福建，因回家探亲，来到武昌，
后又从武昌取道上海，返回福建。 这些人物本来分

散在全国各地，而作者通过各种事宜将其会聚到汉

口。 这种设置，表面上看是作者汉口经历的拟像呈

现，实则是作者在借助汉口交通中心、工业重镇等

“在地性”经验，塑造故事情节，反映时代气息。
近代汉口以九省通衢的地理格局、传输贸易的

经济格局和官营机器的工业格局，形成异于传统城

市的文化景观。 这些新生的文化景观必然会重构

“游幕汉上”通俗作家们的认知结构，从而形成经

验、感知、观念与技巧的会通融合。 《糊涂世界》中

作者展开了对汉口特殊都市经验的发现与审美。 文

本中曹来苏由黔入汉路途中，作者安排了一系列奇

闻轶事，若就通俗小说追求情节的曲折而言，创作目

的已经达到，但作者却将这一人物串联的情节延伸

至考察汉口纺纱织布局。 这种设计安排是为了体现

近代汉口在交通、贸易、工业等方面的领先优势，成
为作者以内地发现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

借由汉口“中介”达到对现代风景的发现与描绘，不
仅说明汉口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存在，也折射出作者

“文学反映生活”离不开汉口的潜意识。 在这个意

义上看，汉口对近现代通俗文学是一种“生产性激

活”，彰显出建构扩大通俗文学场域的功能与意义。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的源头之作，对于观照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在地

性”经验生成具有典范意义。 这部小说共提到上海

１９８ 次，湖北 ５０ 次（湖北 １２ 次，汉口 ９ 次，武昌 ２９
次），湖南 ３６ 次（湖南 ２５ 次，长沙 １１ 次），广东 ２３
次，直隶 ５ 次，苏州 ２１ 次，南京 ４８ 次。 从这些地点

出现的次数不难发现，上海、苏州等地乃中国近现代

通俗作家书写的中心，但湖湘一带的汉口、武昌也是

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描述的重镇。
李欧梵说，“晚清的通俗小说，只要牵涉到维新

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中都有上海”，
“最后在 ３０ 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

文化中的现代性”。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并非只

有上海参与“空间生产”，汉口也是中国近现代通俗

文学“空间诗学”的主角。 汉口的维新、现代是《文
明小史》这部小说的重要背景。 开篇故事发生在湖

南永顺，“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年”的柳知府，外放

湖南，他带了家眷，星夜兼程，乘坐轮船，“由天津、
上海、汉口一路行来”。 北京、天津至上海、汉口、湖
南的旅行路径，表面来看不过是人物的行走轨迹，但
从深层内涵来说，这蕴含着中国通俗文学现代性发

生的地方路径。 阿英指出：“李伯元写《文明小史》，
所以要从湖南开场，很明白的是要先写一个守旧的

地方，以与维新的湖北、上海各处相对照。”紧接

着，作者详叙了柳知府在湖北总督派来的意大利矿

师等人的帮助下，在永顺轻八股、重策论、习洋文、兴
３６１

汉口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实务，闹出一番风波。 作者在守旧的地方标举湖北

的维新，从侧面说明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要彰显维

新的现代主题，离不开湖北汉口。 正如李欧梵所指

出的，晚清通俗文学的现代就是指新政、维新等，该
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都与晚清新政有关，“从湖北、
广东到直隶、上海，全书的重心放在上海，因为上海

是当时现代文化最眼花缭乱的所在”。 中国近现

代通俗文学正是依靠汉口等新政、新知、新民色彩异

常强烈的地域空间，而获得最初的现代性。
汉口的维新、现代不仅构成小说的重要内容，而

且在流动中生成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性。 小说中刘

伯骥等有志之士来到汉口，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现

代图景：汉口开埠，万国通商，商贾云集，九省通衢，
火轮行驶于汉口、上海之间，各国领事驻扎于此，总
督大人讲新法、创实业、办学堂，企业勃兴，报馆林

立……这些场景集中鲜明地展现出近代汉口在商

业、交通、工业、教育等方面有别于上海的新变，成为

中国近代通俗作家借助小说发现地方风景，推动城

市气质与居民行为同构的现代性、“在场性”写作。
小说从第十六回开始，书写空间逐渐从内地汉口位

移到都市上海。 如果说作者钟情汉口，是因汉口新

政文明而具有现代性，那么作者移情上海，则是因上

海发达的商业文明而富有现代性。 从汉口到上海的

空间位移，一方面反映出汉口与上海一样，是清末民

初最具现代性之所，另一方面则体现出晚清通俗文

学经由汉口至上海而生成了一路“流动的现代性”。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

与上海近现代通俗文学不是支配关系，更不是屈从

关系，而是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与上海近现代通

俗文学都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口与上海都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源头，“汉
口至上海”路径与“苏州至上海”路径都是中国近现

代通俗文学的生成路径。

三、城市作用：汉口近现代通俗文学母本文化探源

范伯群先生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母本文化要

素这样界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

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
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

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

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

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
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

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
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从这几个母本文化要素来看，汉口具备了中国近现

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历史条件。
首先，汉口率先形成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赖以

存在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２０ 世纪初汉口初步

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成为全国的先锋和典

范。 近代汉口市民社会的生成，可以从社会实体和

精神层面判断：其一，近代汉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引起社会结构的转型，现代市民阶层出现，逐渐成为

都市社会的主体。 武汉城市人口急剧增长，１９１１ 年

武汉三镇城市总人口已达 ８３．２４７ 万（农业人口除

外），同时期上海的人口也才 １２８．９ 万。 这些人员

主要为职员、商人、个体劳动者、官员，他们在汉口完

成身份的转变，成为现代市民的主体。 其二，商会、
商帮等社会组织的出现，促进了公共机构、公用事业

的发展。 其三，新知群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通过报

刊媒介参与公共事务、发表公众意见的积极性，推动

了“公共领域”的形成。 其四，消费社会的出现，培
植了市民休闲、消遣的意识，市民阶层出现以娱乐、
趣味为指向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小说在近现代文学中主体地

位的形成是与市民社会的产生密切相关的”。 汉

口市民社会在全国率先形成，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

学在汉口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思想观念，培育出满足市民休闲需要的通俗文

学。 近代以来，汉口的公共基础设施取得长足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出现自来水、路灯、电报、电话、公园、
图书馆、电影院、豪华餐厅、公厕、马路、火车等现代

设施。 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人

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 汉口市民由传统“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定时上下班，由
此出现可供阅读的剩余时间。 现代市民由于职场竞

争压力，需要通过读报、读小说等方式缓解压力、放
松心情。 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发展，赋予

市民日常阅读的经济能力，培养了市民“消遣式”阅
读观念，催生了满足市民休闲需要的通俗文学。

公共领域的发展带来文学观念的变革，催生了

以启蒙为主旨的现代小说。 近代汉口工商业经济的

４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发展，培育出文学公共空间。 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分

子通过报刊媒介，发表言论，参与公共权力的批判。
这导致文学观念发生根本变革，文学由载君王之道

转向载新民之道。 汉口小说创作界和出版界，都注

重小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价值取向。 与

此相呼应，吴趼人、李涵秋、胡石庵、喻血轮等人创作

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带有谴责讽刺、新知新民的

意味。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汉口公共领域的发展，
为市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也孕育了

以启蒙为主导的“新小说”的诞生。
其次，市民阶层的出现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为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提供了读者群体。 晚清以来，武
汉出现大量移民和流动人口。 其中有士绅，有职业

文人，还有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 他们具备一定的

知识，具有相当的阅读能力。 这些移民来到武汉后，
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转变了既往的思想观念，转
化为现代市民，成为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第一批读者。
据《汉口小志·户口志》提供的 １９１５ 年汉口市民结

构的数据，“汉口政界 １３５ 人、军界 １９６ 人、警界 ２２４
人、法界 ９７ 人，学界 ２０２５ 人，律师 ２０ 人，馆幕 ６０
人，司事 ５７２ 人，矿师 ２８ 人，儒士 ５７１ 人，美术 ７３７
人，地理、星卜 １７７ 人，术士 ４７ 人，教士 １０１ 人，机匠

６４０ 人，土泥工 １９１４ 人，窑工 ４４ 人，各实业工人

２２２１ 人，小贸 ９４６４ 人，小艺 ４６２５ 人，报界 １２２ 人，绅
界 ２９３ 人，商界 ３０９９０ 人，水手 ３２４ 人，划夫 １４７９
人，车夫 ２１５７ 人，轿夫 ６７１ 人，码头夫 ７９１４ 人，医士

４０１ 人……”１９１５ 年前后，汉口中产及以上阶层在市

民总人口中已经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据《武汉市

志·教育志》统计：“１９１０ 年，公立在校学生在每万

人口中有 １２１．７ 人，大学生 １７．２ 人，中学生（含各类

中学，下同）３７．４ 人，小学生 ６７．１ 人。 公立在校学生

数占三镇总人口数的 １．９％。”从汉口市民知识构

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汉口有知市民已占很大比

重。 像学界、报界、教士、儒士、绅界、优伶等有阅读

文学作品的必要，像占比较重的政界、商界有阅读文

学作品的可能，像水手、划夫以及乘船的旅客也有阅

读文学作品的需要。 因此，近代汉口已经具备中国

近现代通俗文学得以产生的读者条件。
最后，汉口近代报刊的发达，为中国近现代通俗

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平台。 曹聚仁认为，“中国

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
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

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

部新闻事业发展史”。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产

生与民办小报关系密切，小报不仅是近现代通俗小

说的刊载基地，也是读者接受的平台，甚至是近现代

通俗小说主题宗旨的风向标。 １９０３ 年到 １９１１ 年，
武汉出现民办报纸热潮，“达到近数十种”。 清末

民初，汉口有各种小报、花报 ３０ 余种。 “这是一类

以‘消闲’为主要目的，以市民和有产有闲阶级为主

要对象的报纸，品类繁多。”各大报纸也大登广告

和言情小说，并发行文艺副刊。 同一时期，在汉口创

办的小说专刊，数量也居全国前列。 据统计，自

１８７２ 年到 １９１９ 年，中国创办的以刊载文艺作品为

主的报刊近 １００ 种，“集中于上海、杭州、汉口、北京

等地出版”。 １９０２ 年至 １９１７ 年，我国以“小说”命
名的专刊有 ２９ 种，其中上海 ２３ 种，汉口 ２ 种，香港 ２
种，广州 ２ 种。

近代汉口报刊媒介的发达，促进了通俗文学创

作的繁荣。 仅就言情小说而言，这一时期，汉口创刊

发行的报纸基本都刊载该类小说，作为湖北军政府

机关报的《中华民国公报》曾连载过哀情小说《英雄

泪》。 １９０６ 年，吴趼人的《恨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

版，拉开“写情小说”的帷幕。 该小说迅速在武汉文

坛引起关注和反应，汉口的通俗文学创作也出现向

“写情小说”靠拢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汉口作家李

涵秋、胡石庵、高楚观等都发表过言情小说。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１７ 年，汉口通俗文坛言情小说创作又一次出

现热潮，以喻血轮为代表的汉口通俗作家推出了一

批言情小说。 １９１７ 年，随着武汉第二本专门刊发小

说的刊物《汉口小说日报》的创办，汉口言情小说创

作再次出现繁荣的局面，出现李涵秋的《双美夺夫

记》、何铺山的《恨海波》等。 从民办小报、小说专刊

创办的历史进程与文学实绩来看，汉口自中国近现

代通俗文学诞生以来，就作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生产的主力，参与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以上我们从场域建构、“在地性”经验、母本文

化三个方面，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路径进

行梳理，表现的是从汉口地方出发，对中国近现代通

俗文学发生路径的结构性把握，揭示了汉口对中国

近现代通俗文学场域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即汉口是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主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成除了“苏州至上海”
的路径外，还有一条“汉口至上海”的路径。 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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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



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复数”，作
为地方代表的汉口如何参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场

域建构需要“深描”，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视域

下，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更需要充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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